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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将妇女解放置于“人的解放”历史任务中，提出妇女劳动解放需以无产

阶级解放为终极指向。通过剖析家庭无偿劳动的双重压迫属性——性别属性与剥削属性，揭示其作为父

权制与资本主义合谋产物的本质。文章指出性别属性根植于“生物决定论”的意识形态建构，将再生产

劳动“自然化”为女性天职；剥削属性表现为对劳动价值的双重否定——既抹杀其对社会再生产的基石

作用，又剥夺女性对劳动过程的主体控制权。通过对四种解放路径的辩证批判(观念倡导/代际转移/市场

外包/公共化)，论证家务劳动公共化是打破“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困境”的根本方案。然而其实践受制于

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制度设计，需通过渐进式政策与生产关系变革协同推进。本文最终揭示，妇女解放的

真谛在于摧毁家庭作为剩余价值剥削单元的功能，使再生产劳动转化为社会共享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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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labor liberation, this paper situates women’s liberation within the histori-
cal task of “human emancipation,” proposing that the liberation of women’s labor must ultimately be 
oriented toward the liber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By analyzing the dual oppressive nature of unpaid 
domestic labor—its gender attribute and its exploitative attribute—the paper reveals its essence as a 
product of the collusion between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It argues that the gender attribut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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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ed in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 of “biological determinism,” which naturalizes reproductive la-
bor as women’s destiny, while the exploitative attribute manifests as a dual negation of labor value: it 
not only erases its foundational role in social reproduction but also deprives women of subjective 
control over the labor process. Through a dialectical critique of four liberation paths (ideological ad-
vocacy/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market outsourcing/publicization),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publicization of domestic labor is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breaking “Wollstonecraft’s Di-
lemma.” However, its implementation is constrained by the level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design 
of social institutions, requiring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through progressive policies and transfor-
mations in production relations. Ultimately, the paper reveals that the true meaning of women’s lib-
eration lies in dismantling the function of the family as a unit of surplus-value exploitation, transform-
ing reproductive labor into a socially shared under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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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性别分工的划分导致女性在无形中普遍承担了“家庭义务劳动”，包括生育

责任和家务工作，这些因素已成为限制女性经济地位提升和劳动自由的主要障碍，同时也限制了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本文旨在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妇女劳动解放问题，关注家庭无偿劳动对女性经济

地位和劳动自由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女性实现真正的解放不仅需要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努力，更需

在物质力量上取得主导权，这为家庭无偿劳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指导。对家庭无偿劳动的深入探究

不仅能够揭示女性所面临的具体挑战，而且能够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研究内容。下文

将详细阐述家庭无偿劳动如何影响女性在社会经济中的角色，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来分析这一问题，

以期为妇女劳动解放提供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案。 

2. 妇女劳动解放的概念 

“劳动解放”脱胎于马克思对“人的解放”的研究，是马克思为了将无产阶级劳动者从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非人”的处境中解放出来，而提出的历史任务。在人的解放理论中，劳动既是被压迫集中的体

现，又是人类解放必要的手段，更是自由自在的人的自我实现的展开[1]。有学者把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

论分为“劳动解放人”和“解放无产阶级的劳动”，前者是积极劳动，体现为“劳动是人的本质的确证”、

“劳动是解放人的必然途径”，后者是消极的异化劳动，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2]。由此可

见，马克思将人类解放寓于劳动解放，劳动解放之主体是无产阶级，最终目标是解放以无产阶级为主体

的全人类。 
而“妇女劳动解放”这一概念就是在劳动解放的批判性范畴里再引入性别范畴。妇女是在人类占据

约半数的群体，普遍人类的劳动解放和妇女劳动解放的关系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如果说无产阶级是

以资产来划分的人类群体，那么妇女就是以性别划分的人类群体，因而无产阶级与女性群体是相交的，

有无产阶级的女性，也有资产阶级的女性。在劳动解放理论中引入性别范畴的合理性，一个是在于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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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中的女性群体是社会中更加“一无所有”的存在，正如恩格斯总结傅立叶的两性关系观时所言：“任

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3]另一个层面是在于，马克思主义对近代工

业社会的深刻剖析和解放理论是任何一个被压迫群体进行革命战斗的最有力武器，不仅性别范畴是对马

克思主义解放理论的补充，而且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也是对女性主义的丰富。 
无产阶级的劳动解放反映的是无产阶级在劳动领域受到的非人待遇，妇女劳动解放同样体现着劳动

领域对女性的压榨，女性必须先在劳动领域获得公平的地位，才能在人的领域获得解放。女性作为性别

二元结构中的一环，相对应的是男性群体，与妇女劳动解放对应的现象是，不管在哪个阶级之中，妇女

普遍地缺乏男性在劳动领域能得到的同等条件，并且，在劳动领域的劣势是女性普遍的社会地位低于男

性的关键原因，也是主要体现。妇女的劳动解放在现阶段是向和男性同等地位为目标去追求，然而妇女

劳动的完全解放无法脱离整个人类的真正解放，也就必须以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尽

管男性劳工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也不过是“牛马”的地位，而不是人的地位，女性劳工在劳动市场上面

临的困境却是，丧失做社会牛马的选择或者被看作次等牛马而被忽视的就业歧视。 
究其原因，现代社会的女性虽然在工业生产大发展下，逐渐获得了和男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

抽象平等地位，但性别分工下，女性的家庭义务并没有减少，呈现在劳动市场上是劣势的劳动时间和劳

动效率。因而，家庭无偿劳动成为了女性追求生产劳动平等的主要障碍。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妇女

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

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

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4]因此，从家庭无偿劳动切入研究妇女的劳动解放问题具有重

要意义。 

3. 家庭无偿劳动问题的界定及其属性 

笔者在文中使用“家庭无偿劳动”这一概念，旨在构建一个整合家务劳动与生育劳动的分析框架。

这两种劳动都属于家庭内部进行的、具有突出性别属性的活动，并共享着被剥削的属性。我使用“无偿”

一词，是为了强调其在市场经济逻辑下被制度性地排除在价值承认和报酬体系之外，从而凸显女性在经

济范畴中被剥削的劳动价值。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主流理论一般使用的是“家务劳动”这一概念，虽

然常常与女性的生育行为及其相关的照料劳动一同探讨，但并不是合并的概念。值得强调的是，“家务

劳动”这一概念本身也不是超越历史地天然存在的，其“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重要突破。曾

经家务劳动被看作是自然的、爱的劳作，而非具有生产价值的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于家务

劳动历史性的提问，成功地明确了近代社会中存在的对女性固有的压迫形态。”[5]接下来，我将阐述家

庭无偿劳动的两种属性。 
(一) 性别属性：家庭为何专属女性 
纵观历史，一种将女性束缚于家庭内部劳动、而将男性推向公共领域的性别化分工，在绝大多数社

会中被系统地建构并维持下来，成为父权制结构的关键特征。尽管现代社会经历了对传统的深刻反思、

对性别本质论的颠覆以及具备了高度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作为制

度性性别不平等的核心体现——并未被深刻动摇，反而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在全球绝大部分社会持续运作，

塑造着人们的生活选择和社会结构。家庭内务本身是一个无性别的人类活动，为何会被赋予性别属性？ 
女性主义学者玛丽亚·米斯发现，当追问性别分工的起源时，自 19 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家们提出来

的解释常常是把问题归结为生物学，而停止从社会学层面再进一步探究，从而造成性别分工的生物决定

论——即认为性别分工是由生理差异“自然”决定的，而非社会建构的产物[6]。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

形态》中有相关表述：“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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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7]这一论述的语境是原始氏族社会的自然分工，此时的分工尚

未发展为阶级社会中的社会化生产分工。原始社会的性别分工更多基于生存需求，而阶级社会中的性别

分工则与私有制、家庭结构、劳动价值剥削紧密绑定。事实上，现代科学表明男女生理差异在社会文化

上被夸大了，并且工业革命后，机械化已使体力差异日益无关紧要，但性别分工依然顽固存在。 
米斯认为正是生物决定论的根深蒂固，女性在家庭中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所付出的努力和承受的代价

被视作理所当然的“无偿劳动”。家庭领域的再生产劳动被父权制意识形态建构为女性生理特征的必然

延伸，这种“自然化”策略包含两个层面：(1) 通过生物本质主义将劳动能力与劳动责任归因于子宫等器

官；(2) 通过否定劳动的社会属性(将其类比自然界活动)，剥夺女性的主体地位。最终使无偿劳动成为既

不可见又不可逃脱的压迫装置。这种“自然化”策略最终服务于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双重需求：既将女

性禁锢在无偿劳动领域，又为剥削提供了“去政治化”的正当性解释。生物决定论的悖论之处在于，劳

动者被其身体固有功能所禁锢于家庭，但身体孕育出来的生命价值以及由其延伸的家务劳动价值却并不

能相应地归其所有：市场经济对其家庭再生产价值的忽视，还有在集体文化里对子女冠姓权的丧失，以

及由此产生的家庭话语权的失落。如果生物决定论只能决定劳动，却不能决定劳动成果，那么该决定论

应被视为一种剥削与歧视。 
除了在文化意义上根深蒂固的生物决定论，资本主义经济的效率至上也是将女性固化在传统分工模

式和劣势地位的重要原因。许多反驳女权主义的声音表示，女性已经在劳动市场获得了和男性同等的地

位，因为资本家只考虑利益，而不考虑性别。我们要承认的是在工业生产大发展下，资本逻辑通过劳动

力商品化原则，在理论上确立了“性别中立”的市场交换关系，这对于曾经丧失公共空间和社会劳动机

会的女性而言是飞跃的进步。这种抽象平等确实使女性获得了(1) 法律层面的就业权利；(2) 工资劳动带

来的经济自主可能性。尤其是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中，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超越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地方，为不同肤

色、性别、地域的人提供了抽象平等的机会，然而也是因为忽略了一切背景信息，抽象平等仅仅是形式

平等，而非机会平等，更非结果平等。 
无法被量化的生育和照料劳动与市场的“效率至上”原则天然相悖，从而造成女性进入家庭后不可

避免地存在“效率缺陷”。正如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指出的：“资本主义将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性

别压迫，转化为劳动力市场领域的结构性不平等……成为后社会主义时代典型的非正义范式。”[8]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消除性别差异，而是将其转化为劳动时间和劳动效率的现实差异，将女性因生育和

家庭责任导致的职业中断转化为“效率缺陷”。在社会依旧存在性别歧视和女性主管家庭内务的倾向的

情况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利益转化效率的自由市场会顺应这种社会情形，倾向于招募男性员工。除了

文化因素带来的效率缺陷，还有生理因素的干扰，女性的生育劳动需要企业去承担员工产假期间的基本

薪资和缺少人员劳动的损失，因而性别歧视在应聘中虽然是受到法律禁止的，但在民间这种情况依旧层

出不穷。产假成本内部化与男性连续劳动时间的优势，形成结构性歧视的经济基础。此外还有男性薪资

溢价(gender pay gap)制造的“机会成本差异”，男性在劳动力市场里更容易获得高薪资，如果交由男性承

担主要家庭劳动，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相当于放弃对以家庭为单位计量的高收入，这种情况会反过来强

化“男性养家者–女性照料者”的传统分工模式，形成闭环压迫。 
尽管在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公平透明的今天，已经出现了部分“男主内，女主外”或者男女平摊家务

劳作的家庭分工模式，但这通常仅出现在少数都市知识阶层，这些突破既未改变剩余价值分配格局，也

未动摇父权制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社会再生产劳动的贬值与性别化分配。 
(二) 剥削属性 
当我们把家务、育儿这些家庭内部的劳动简单地归为“女人的天性”或“自然活动”时，这背后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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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着深刻的双重否定。 
1) 否定再生产价值：看不见的 GDP 支柱 
“家庭无偿劳动”一词本身蕴含着“应有的价值不被兑现”的意思，因为在探讨家庭无偿劳动的价

值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个悖论：尽管这些劳动在经济上没有直接的货币回报，它们却在社会再

生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种劳动，包括家务和照料工作，构成了社会运作的基础，是市场经济

运转不可或缺的支撑。 
首先，家庭无偿劳动为市场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资源。正如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

所指出的，家庭作为市场的外部支撑，不仅负责原料(即劳动力资源)的供给，还负责处理市场产生的废物

(如老人、病人、残疾人)。这种供给并非无偿，因为“人”不会自发地成为劳动力。首先，他们需要被生

育，这在近现代以前是被忽略的，人们认为人口的繁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即使是马克思也将人口的再

生产归为无产阶级的繁衍本能：“劳动阶级不间断的持续和再生产仍然是资本再生产的永久性条件。资

本家为了满足这一条件，将此依靠于劳动者的自我保存本能和生育本能。”[9]现在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

也就是少子化问题成为了全球不少国家的难题，中国也做了非常多的政策措施来刺激生育。但只要生育

对于女性就业的“社会性惩罚”没有消除，生育率的提升就依旧困难重重。作为“前劳动者”的婴幼儿被

生育出来以后，他们还需要被培养、教育并社会化，这一过程正是家庭无偿劳动的核心部分。然而，这

种劳动的价值往往被忽视，因为它不直接转化为市场上的商品或服务。 
进一步地，家庭无偿劳动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基础。家庭不仅支持着家庭成员的生存，还

维持了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如果家庭不承担起这些劳动，市场将无法

正常运作，因为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社会成员的照料将无法得到保障。这种劳动的不平等分配，特别是女

性在家庭中的重压，不仅限制了她们的职业发展和经济独立，也对社会整体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产生了

负面影响。有研究估算，2017 年中国无酬家务劳动共创造了约 142,857.45 亿元的经济价值，占同期 GDP
的 18.57%，约为第三产业增加值的 37.83% [10]。这一数据表明，家庭劳动不仅是维持社会运转的基础，

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却将这些劳动排除在外，导致其价值长期被

低估甚至被忽视。 
当这个“隐形”的支柱出现问题时，比如在少子化背景下，劳动力供给减少，资本对再生产劳动的

依赖就暴露出来。此时，资本往往不会反思自己对家庭劳动的压榨，反而可能将责任归咎于个体，如对

不愿生育的女性进行污名化，或对选择丁克家庭的人进行批判。这种将家庭责任个体化的倾向，不仅加

剧了女性的经济困境，也进一步强化了性别不平等的结构。 
2) 否定主体：我的劳动，谁做主？ 
无论是家庭主妇还是职场母亲，她们都面临着价值被双重否定的困境。 
家庭主妇的困境首先体现在“无产”这一特殊状态上：她们通常名下并无房产、土地等主要资产，

不参与市场工作，社会往往认为她们缺乏市场所需的“技能”，从而导致她们在议价时能力极为薄弱。

相比于一般无产者，家庭主妇的处境更为特殊且残酷。她们不仅是不占有资本的无产者，而且她们自身，

包括她们的生育能力和劳动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被“私有化”了，仿佛成了家庭的“生产资料”或“资

源”。在家务劳动上，基于前文所揭露的其拥有再生产价值，相当于外出劳作方(通常为成年男子)的后方

燃料，外出劳动者通过享受再生产劳动而获得的收入理应与家庭主妇进行合理分配，但又基于家务劳动

的“无偿属性”，家庭妇女所获得的收入通常仅仅是维持家庭继续运作的收入，而非个人收入。在资本

主义劳动市场里，生产资料由资本家占有，无产阶级要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生存所需的工资，

资本家则通过支付工人低于其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工资来压榨他们的剩余价值。而因家庭是一个被市场排

除在外的私人领地，家庭妇女所出卖的劳动力有消费者而无支付者，家庭劳动的剩余价值不是通过低工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2098


关秋茹 
 

 

DOI: 10.12677/acpp.2026.152098 414 哲学进展 
 

资与高价值之差来体现的，而是通过被无偿占有来体现的。 
相应的，生育劳动作为家庭无偿劳动中重要的一环，也呈现出自主性的削减，与劳动成果所有权在

一定程度上的丧失。尽管女性在生育意愿上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必须承认在当前父权制的嫁娶文化下，

女性的子宫是父系家族传宗接代的必要工具：在父系家族之间交换外姓女孩，进行生育劳动，从而保证

家族的血脉传承兼姓氏传承，同时避免近亲繁殖带来的基因缺陷。基于婚嫁模式的底层逻辑是生育能力

与经济保障的交换，女性在这个过程中鲜少获得被充分肯定的生育选择空间和子女冠姓权。这种将女性

的身体和劳动能力“私有化”的倾向，不仅加剧了性别不平等，也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剥削。 
而在职场中，女性还面临“双重战场”的困境。许多女性选择进入职场，但家庭劳动的重担并没有

因此消失。她们不仅要承担市场劳动的经济压力，还要承担家庭劳动的无偿负担。这种叠加不是简单的

1 + 1 = 2，而是单位时间价值被双重压低的剥削：在职场，她们因为“可能怀孕生子”的所谓“潜在生育

风险”，在求职、晋升、薪酬上可能面临无形的天花板或歧视；而在家庭中，她们又要承担起被看作“自

然的”、“爱的付出”的家庭劳动，其巨大的辛苦和价值被系统性地无视和贬低。这种双重剥削不仅加剧

了女性的经济困境，也进一步削弱了她们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 
女性的再生产劳动不仅是维持资本主义机器运转的关键，也是其最隐秘、最残酷的剥削形式。在资

本主义的逻辑下，女性的身体和劳动能力被“自然化”为“母职”的象征，而这种象征背后隐藏着对女性

主体性的彻底剥夺。只有当女性真正摆脱对身体的“殖民”与对劳动的“异化”，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与

平等。 

4. 妇女家庭劳动解放探究 

基于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沉重的家务负担是妇女发展与社会平等的系统性障碍，为妇女的家

庭劳动解放寻求有效的解放路径已刻不容缓。接下来，我们在本节探讨常见的四条路径：在家庭内部鼓

励男性承担或向老年人转移；在家庭外部寻求市场化解或公共化方案。这些路径在实践中均面临深刻困

境，其有效性及本质需被置于“家庭内部–市场–制度”的三层结构性框架中予以辨析与重构。真正的

解放并非简单选择其一，而在于厘清其层次与局限，从而指向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一) 家庭内部的责任转移：起点与局限 
解放的起点常置于家庭内部，试图通过责任再分配减轻女性的负担。这主要包括两种相互关联的路

径：性别分工的打破(鼓励男性承担)和代际转移(老年人承担)。 
第一种路径，寄望于观念变革与家庭民主协商，企图在不动摇其他因素的前提下突破“男主外、女

主内”的传统分工。在不改变女性整体社会经济地位及“生育成本”主要由女性承担的结构下，单纯倡

导往往难以对抗市场效率逻辑与根深蒂固的性别规范，使得最终能脱离家庭劳动的妇女只有少数人。正

如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解放不是头脑中的风暴，而是推翻使人被奴役的一切关系”[11]，
女性的家庭劳动义务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结合造成的结构性压迫，不改变女性被排除在社会生产、

占有生产资料的物质基础而希冀平等关系，如同“试图用新词汇解释旧世界”。 
第二种路径，此路径将负担从性别轴向年龄轴转移，普遍表现为由祖辈承担抚幼与部分家务。这表

面上释放了年轻女性的时间，在实际上造成了对年龄和性别的交叉压迫。家庭劳动代际转移是对老年人

的转移剥削，老年人丧失了社会劳动机会和社会收入以后，只能寄居于年轻夫妇家庭中或者依靠家庭补

贴获得生存，在身体孱弱的情况下进行远低于社会劳动价值的家庭无偿劳动。并且，“隔代抚养”通常

而言都是由年老妇女承担繁重的家庭劳动，性别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这个路径还面临着养老与抚幼的

矛盾，只有在满足老人身体尚可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一旦养老问题成为家庭问题的焦点，则无法平衡家

庭劳动的分配。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的并行，必然会到达一个抚幼与养老矛盾的高度重叠，继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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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下去养老问题将超越抚幼问题成为主要的家庭劳动负担。 
(二) 市场层面的权宜之计：补救与悖论 
当家庭内部转移不足时，市场被视为一种“外部化”的补救方案，也就是家庭劳动外包(雇佣劳动)：

此路径通过购买服务将家务劳动商品化，看似以市场契约解决了私人负担。然而，它存在三重根本悖论：

其一，它是阶层特权，为家庭劳动进行额外支出只有少部分家庭才能承担，高昂成本使其主要惠及中上

层家庭；其二，它转移而非消除了压迫，就算把大部分家庭劳动外包，家庭劳动的责任承担者并没有改

变，管理保姆、协调服务的“元劳动”及不可外包的育儿情感劳动，仍默认由家庭内的女性(母亲)承担。

其三，它创造了新的剥削链条。全球范围内，家政工多为农村户籍女性、少数族裔、移民等弱势群体，而

在中国范围内，根据《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报告(2022)》的数据，76%的家政工为农村户籍女性，其中少

数民族占比 12% [12]。家政工作普遍工资低、无社保、流动性高，还存在污名化的舆论压力，多为社会

底层女性的选择，这些女性不仅要低工资工作剥削，回到家还要进行无偿的家庭劳动。同时也只有在阶

级差异较大，拥有廉价劳动力储蓄池的社会，外包家庭劳动才能成为较为普遍的选择，比如美国约 67%
的家政工为拉丁裔或黑人女性[13]。女性主义学者南希·弗雷泽认为，如果只是鼓励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

女性在职场上奋斗，而将“本属于自己的”家务劳动转嫁给低收入的少数族裔或移民的女性，这样会变

成女性主义内的阶级压迫，不是代表所有女性的女性主义[14]。同时，这种属于中产阶级的解决办法，迎

合了市场中心平等观，奉行了新自由主义企业的观点，为资本主义对他人劳动价值的压榨提供了辩护。 
(三) 制度层面的根本出路：公共化的愿景与挑战 
超越家庭与市场的局限，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更具革命性的方向——家庭劳动公共化(政府与社会负责)。

此为根本性方案，其核心在于将再生产劳动(育儿、养老、照料等)从私人领域剥离，转化为由社会共同承

担、国家统筹的公共事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公

有，个体家庭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私人的家务劳动将转变为公共事业。”[15]这一论断揭示了家务劳

动公共化的实质是要打破家庭作为社会经济基本单元的功能，使再生产劳动获得与其他社会劳动同等的

地位和价值。家务劳动公共化的解放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打破空间禁锢，它打破了传统家

庭空间对女性的囚禁，使妇女得以从封闭的家庭领域进入开放的社会生产领域。这种空间解放是马克思

主义“劳动解放”理论的重要体现；其次是重估劳动价值，公共化重构了家务劳动的价值秩序，通过将

育儿、烹饪等传统家务劳动纳入公共服务体系，使其获得与其他社会劳动同等的社会认可和经济报酬；

最终可以动摇父权根基，这一转变从根本上动摇了父权制的物质基础，当儿童养育等再生产劳动由社会

共同承担时，以血缘继承为核心的父权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然而，公有化虽然是解放一切通过私有制压迫无产者的最终手段也是最终社会制度体现，但手段本

身不能代替社会发展的过程，如果社会生产力、社会文化结构等方面没得到根本性的发展，公有制的落

实也最多体现为一种改良性的福利政策。例如，北欧国家通过高税收支撑的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虽然

在减轻女性的家务负担取得一定成效，但巨大的财政压力使得一些国家不堪重负，濒临破产[16]。此外，

家务劳动的公共化还受到社会观念的深刻影响，如日本的居家护理劳动虽被制度化，但其行为者属性仍

被归类为女性角色，导致其社会评价较低[17]。同时，对生育劳动这一根植于性别生理功能的劳动，其劳

动过程在现阶段不可被转移，尽管人造子宫和婴儿体外培养在未来科技面前未必不能实现，我们依旧要

考虑一个在现阶段更具有可行性的方案。 
(四) 现实性方案：政府、市场与家庭的合力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妇女家庭劳动解放的实践路径，呈现出从家庭内部调整(性别分工、代际转移)，

到寻求市场补救(雇佣外包)，最终指向制度根本重构(公共化)的递进逻辑。前两种路径虽能在局部产生缓

解效果，但或受困于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或陷入剥削转嫁的伦理困境，均难以独立实现普遍而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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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因此，构建一个整合性的结构性框架至关重要：我们应以再生产劳动的公共化为长期战略目标，

发挥国家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引导市场劳动机会的公平分配，并在此过程中，借助政策与市场的双重

调节，逐步推动家庭文化与性别观念的转型，最终促使家庭劳动从一种具有性别属性与剥削属性的私人

负担，转向为支撑性、共享性的社会照料体系。 
以普惠性托育政策为例，202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指出，育儿负担是阻

碍女性持续参与有偿劳动的关键因素，普惠性托育能显著提升女性就业率[18]。中国的实践清晰地展示了

国家角色与政策模式的动态调整：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通过国有单位直接提供福利性托育，近乎免费

地承担了 0~3 岁幼儿的照料；市场经济转型期，托育服务大规模市场化，国家直接供给收缩，家庭(尤其

是女性)的育儿负担骤然加重；而自 2019 年以来，为应对低生育率与老龄化挑战，国家开始主导重建“普

惠托育体系”。这一新模式构建了“国家补贴引导–政府定价规范–社区单位嵌入式发展–严格准入监

管”的闭环，旨在融合效率与公平[19]。这意味着职业女性得以在社区或单位附近，以可承受的成本获得

有质量保障的托育服务。这不仅是历史上公共托育精神的回归，更是在新条件下的制度升级。其本质是

将育儿劳动从家庭私域中剥离，转化为由社会共同分担的公共责任，有助于平滑女性因生育而中断的职

业生涯，推动其劳动参与率曲线从“M 型”向持续稳定的“直线型”过渡。 
市场力量在此框架中扮演着积极响应与补充创新的角色。一方面，市场会因应政策激励(如补贴、税

收优惠)而增加托育服务供给；另一方面，智能家居、护理机器人等技术领域的发展，为减轻日常家务与

照护负担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成为解放家庭无偿劳动的重要科技推力。此外，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有

助于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使个体(尤其是女性)得以部分摆脱传统家族结构的束缚，从而为建立更

平等的家庭伙伴关系奠定基础。 
家庭观念与分工模式是社会变革传导的最终环节，虽有其滞后性，但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公共服务

体系的完善与市场选择的多样化，家庭内部的性别角色期待也将随之调整，朝着更平等、互助与合作的

方向演进，从而在根基上重塑劳动价值的认同。 
总而言之，以国家主导、市场响应、家庭转型为核心的综合性路径，其优势在于它不再孤立地看待

问题，而是试图系统性地调和社会公平、经济效率与文化变革之间的张力。它既设定了家务劳动公共化

的长远革命性目标，也立足于当下生产力与发展阶段的现实，通过可操作的渐进政策(如普惠托育)撬动全

局改变。然而，这一路径的成功实践，仍需警惕国家角色的越位或缺位、市场逐利性对公共性的侵蚀，

以及根深蒂固的性别文化对制度改革的消解。唯有在动态平衡中持续推动三者的正向互动，才能最终瓦

解家庭作为剥削单元的功能，迈向马克思所展望的、将再生产劳动真正转化为自由人联合体共享事业的

社会图景。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家庭无偿劳动的马克思主义解析，揭露其性别化建构与系统性剥削的双重本质：资本主

义通过将再生产劳动私有化于家庭领域，完成对女性劳动价值的隐形剥夺；父权制则借助“自然天职”

论，将女性禁锢于无偿照料者的身份牢笼。而当前的解放路径均面临结构性困境：观念引导陷入“民主

协商”幻象，忽视物质基础的不对称；代际转移将压迫转化为年龄与性别的交叉剥削；市场外包催生阶

级化的照料链条，延续了压迫逻辑；公共化改革虽具革命潜能，却受限于生产力阈值与文化惯性。 
妇女劳动解放的本质是“人的解放”的历史组成部分，其短期目标在于争取劳动领域的性别平等，

终极归宿则需依托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实践层面的重心依旧在于利用公共化的政策来调整社会的不公平

劳动分配，在短期发展生产力支撑的替代方案，在长期推动再生产领域的社会化革命，践行恩格斯“将

家务劳动转化为公共事业”的构想。只有当厨房与育儿房不再是性别化剥削的区域，而成为社会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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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空间时，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发展的物质根基——这不仅关乎性别正义，更是人类解放的历史

性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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